
 

 1 

为“抗战建国”培养技术专家和革命通才而创办 

——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建和徐特立院长的教育思想 

 

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

一所理工科大学，她开创了我党创办高等理工科教育的先河。延安自

然科学院的英雄儿女，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，创建了这颗革命圣地的

璀璨明珠，谱写了我校历史光辉灿烂的篇章。 

一、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创建（1940 年初——1940 年 11 月） 

1940 年，抗日战争处于极为困难时期，党中央高瞻远瞩，为“培

养抗日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”，决定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

院的基础上，创建延安自然科学

院。 

1940 年初，延安自然科学院

的筹备班子正式组成，院长由中央

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兼任，副院长

由留德博士陈康白担任。陕甘宁边

区政府主席林伯渠、边区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亲自率领筹建人

员到延安南门外杜甫川勘选校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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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 年 8 月底，校舍建设初具

规模，建成窑洞 50余个，平房 30

余间。9 月正式开学，师生员工约

一百余人。 

 

二、抗战建国的办学宗旨和“技术专家”“革命通才”的培养目标。 

延安自然科学院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教育政策： 

“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、新

课程”，确立了为抗日战争与边区建设服

务的办学方向。 

   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办学宗旨是“以

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为目的”。教育方针是“大

学部注重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配合，中学部偏重通用技术的学习”。 

学校的任务是：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

员，即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人才。“既是技术的专家，又是革命的通才。”  

延安自然科学院抗战建国的办学宗旨和

明确的培养目标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方向。党

领导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

向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

学方针和优良传统，为学校以后各个时期的

办学树立了榜样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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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艰苦条件下建设和发展（1940 年 11 月——1945 年 10 月） 

1940 年底，中央决定自然科学院改由中央

文委领导，调任边区教育部长徐特立同志为院

长。学院成立了院务委员会，实行集体领导。1942

年结合延安整风，学院进行了历时 10个月的教

育方针大讨论，对端正办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。 

1943 年 4 月，中央决定自然科学院与延安

大学、鲁迅艺术学院、民族学院、新干部学院合并为延安大学，成为

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，仍以工科类学科为主体。延安自然科学院克服

种种困难，积极建设发展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。 

 1、完善科系设置，加强教学建设 

建院初期，大学部设化学工程科、土木

工程科、农业科、林木科。1941 年，大学部

改设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 

    地矿四个系。1942 年底，已有师生员工

280 余人。大学部将物理系调整为机械工程

系，化学系调整为化学工程系，生物系调整

为农业系，地矿系并入化工系。大学部学制

由 2 年改为 3 年。大学一年级主要学习物理

学、普通化学、数学、绘图、外语等基础课

程。二年级开始按系组织学习，如机械工程

系学习力学、材料力学、工程材料学、工艺学、机械原理及零件、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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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设计、电工学、工厂管理、建筑学、原动机学等课程。二、三年级

按各系的性质学习技术基础课和少数专业课。基础课的教材选用当时

国内著名大学的教材，主要是中文版，也选一些国

内较通用的英文课本作为

教科书和参考书，有的课

程由教师自编教材。为解

决教材缺乏问题，自然科

学院于 1941 年 1月 30 日成立自然科学编译社。 

2、自力更生建设实验室和校内外实习基地 

发扬自力更生精神，学院先后建起了物

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质等实验室，其中化学

实验室条件较好，可以做定性和定量分析的

实验。 

学院还先后办起机械实习工厂、化工

实习工厂、玻璃厂，

能生产各种实验用

具，既武装了实验室，

又满足了边区生产的需要。学校用西北的野生马

兰草成功造纸，解决了边区纸张的严重困难，当

时的《解放日报》、《群众生活报》等用纸

就是马兰草制造。 

学院与附近的光华农场、边区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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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工厂建立密切联系，作为校外实习基地。 

3、组织各种课外活动，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

延安自然科学院课外活动十分丰富，先后成立了文艺小组、通讯

小组、农艺小组、英文小组、京剧小组、跳舞小组、绘画小组、话剧

团和国乐小组等等。学生的课外活动十分丰富，寓教育于活动之中，

使学生得到生动活泼、健康发展。在自然科学院里曾传诵着这样一首

诗： 

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， 

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。 

谁说我们没有课堂？ 

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课堂。 

蓝天是我们的屋顶， 

高山是我们的围墙。 

谁说我们没有教具？ 

自创的教具更漂亮。 

谁说“土包子”不能办大学堂？ 

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稳固， 

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。 

为了祖国的新生，为了民族的解放， 

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！ 

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们用火热的生活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

延安精神的乐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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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联系边区建设实际，积极探索“三位一体”的办学道路 

徐特立院长在研究教育与社会发展、科技进步、生产发展的关系

后，于 1941 年 10 月提出教育、科技、经济“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

发育的园地”的光辉办学思想，根据这一思想，延安自然科学院在极

其艰苦的条件下，结合边区建设实际，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科技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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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 年，自然科学院杨作材老

师用中西结合的大石拱结构精湛设

计建设了杨家岭“七大”会议大礼

堂，容纳近千名七大代表，于 1945

年胜利召开“七大”，至今仍作为延安

重要革命遗址供群众参观。延安枣园的

中共中央大会

议厅也是杨作

材同志设计。 

延安自然科学院实习工厂还制造了几

百万枚军装用铜钮扣，满足军需。物理系教

员武可久和学员陈兆舟等，1944 年设计修建

边区水坝，安装水轮机等等。所有这些成果，

既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师生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结

晶，更是延安自然科学院贯彻教育、科技，经济“三位一体”教育思

想的胜利。 

五、徐特立院长的教育思想 

徐特立是我国 20世纪“杰出的革命教育家”（中共第七届中央的

评价）。在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（1940 年到 1943 年）期间，针对

抗战和办学实践的需要撰写了：《关于教育问题与戴伯韬的谈话》、《怎

样学习哲学》、《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》、《我对于青年的希望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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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》、《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》、《祝<科学

园地>的诞生》、《我们怎样学习》、《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》、《再论我

们怎样学习》、《抗战五个年头中的教育》、《各科教学法》和《对牛顿

应有的认识》等一系列论作，对兴办自然科学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具

有远见卓识的教育思想。 

1、“群众本位”——以人民群众需求为本的教育思想 

徐特立院长在江西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丰富的群众教育实践基础

上，提出了：“以群众为学生，且以群众为教师”的教育方式，吸纳

了传统的“以人为本”的“民本”思想。他指出：“近代教育”否定

了封建的教师本位、教科书本位及注入式……，转变到学生本位及生

活本位主义，但还没有进到群众本位。这就是徐特立院长的“人民群

众以他们的劳动创造了教育，教育属于人民群众”的思想理论最初的

概括表述——“群众本位”。 

2、科学应为抗战建国服务，科学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 

徐特立 1940 年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后撰文指出：“就总的方面来

说，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。无论是一般的研究，专门的研

究，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研究，其总的任务只有一个：即在物质上加

强和扩大我们抗战建国的力量”。 

翌年 9 月，又在《解放日报》撰文断言：“科学的中心任务当然

是经济建设，在目前对于军事建设更为必要。至于科学对于启蒙运动

和理论水平的提高，却是永久的远大事业，目前并不是迫切问题，后

者是普通教育问题。二者是相互为用而非对立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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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“前进的国家和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任其盲目的发展

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。它不仅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，还应

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。”但“科学的发展，不是短期

能完成的”。这需要培养众多的高级科技人才， “有‘十年树木百年

树人’之说，怎样培养科技人才的提出，首先就需要决定教育方针，

课程标准，学校系统。”这“都须由先进的党在原则上领导。”这些论

述指明了党领导科学技术及科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 

3、教育、科研、经济“三位一体”的教育科学发展方式 

当年，面对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，延安自然科学院把

中央“理论联系实际，学以致用”的精神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。经过

造纸、玻璃、染料、制盐、制酸、碱、肥皂、冶炼、植物及地矿考察

诸多方面，为边区军需民用作出了重要贡献。  

 

徐特立院长在上述科学实践的基础上指出：“科

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

机关，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

机关，三位一体，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。”他认

为：“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，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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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替生产服务，同时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，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

系起来，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，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

分”，“科学替抗战建国服务，并不是缩小科学的范围，也不是降低研

究的程度，相反是加强理论的物质基础和加强技术的理论指导，同时

把理论和技术在生产上与大众联系起来，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同时研究

生产方法和方式。技术社会化的过程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系的过

程，经济是必然的媒介物，是唯一的桥梁。”“可见生产是教育的内容，

同时也就是科学的内容。”“经济是社会的基础”；科学“是国力的灵

魂，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”；“教育是社会的中心、生产的中心”。

从而在 20世纪 40 年代构建了教育、科研、经济“三位一体”的教育

科学发展方式。并突显了当年延安时期办学思想的特色，——教育的

中心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。 

 

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近20年来我国高

等教育产、学、研结合发展的事实也雄辩地印证了徐老“三位一体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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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。   

4、教育民主的办学思想  

徐特立院长关于“教育民主”的办学思想十分突出。他说：“民

主的本意就是不由少数人包办。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就不应该是教

师本位主义，而是学生本位主义”。他认为学生是主人，教师是公仆，

是为学生服务的。学生应有他们自己的组织，对于学校的管理和教育

会议，学生应推派代表参加，学校当局对于学生组织只站在帮助和辅

导的地位。“在课外”可以自由研究，可以自由讨论和批评。 

在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中，徐特立领导师生开展了一次空前规

模的教育方针大讨论，并吸引了延安有关各界 25 个部门的人士，共

约 300 余人参加，前后历时两个多月。讨论期间，中共中央机关报《解

放日报》，除全面报道讨论情况外，还全文刊载了徐特立和乐天宇、

康迪、林山、李强，沈鸿、刘咸一、钱志道、汪鹏、江泽民、李大璋、

钱伟英、崇实等的文章。徐特立从 1940 年到 1943 年初发表的有关十

余篇文章均与这次大讨论密切相关。 

讨论文章概括涉及以下十个教育方面的

重要问题：（一）教师与学生；（二）党与非

党（党组织与非党的行政和群众团体，党与

群众）；（三）正规化与非正规化；（四）目

前与长远；（五）博与专（普通与专门或基础与专业）；（六）需要与

可能；（七）理论与实际（包括理与工，学理与技术）；（八）继承（传

统）与创造；（九）自然科学的五个对立性质即抽象与具体；形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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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与辩证法；庸俗化与大众化；创造与传统；新八股、老八股与纯粹

的短小精悍；（十）教与学的五条原理：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；典

型的适用的事物，转化为基本的规律、逻辑、范畴、公式以至技术；

事物规律性中的矛盾和统一及教学中的分析与综合；事物发展的中断

性和连续性；事物的平衡状态只是偶然的相对的，只是一个极限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述教育教学中的十大关系和自然科学的五个对立性质及教学

的五个科学原理或思想方法，不但对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，而且对当

代教育教学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。   

5、要吸取人类知识的一切遗产，发扬先人伟大的创造精神 

徐特立院长认为：“科学教育的任务就在于，使受教育者吸收人

类知识的一切知识遗产，发扬先人伟大的创造精神。他说：“我们要

吸收过去人类知识的一切遗产，”“还应该发扬我们自己的优良传统，

即创造性、斗争性、科学性。”进而指出：人“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新

的事物，都是由于他吸收了过去人类历史的知识遗产而来的。凡是前

进的东西，都是从落后的东西发展而来的，绝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落后

的东西给前进的东西以创

造的基础。” 

他进一步指出：“我们

有些同志过左”，以为过去

的东西都过了时，只有无产

阶级的东西才是行的。应当

知道，苏联的科学也是继承资产阶级的遗产才发展起来的，那种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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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阶级的东西完全要不得的观点是不对的。”“马克思主义就是把过

去人类一切经验综合的结果，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的东西转为无产阶

级的，把外国的东西转为适用于中国的东西。”他说，华寿俊利用马

兰草造纸，就是利用一般造纸原理，和边区生长的马兰草原料相结合

的新创造，并强调“我们处在困难的环境下，需要更多的创造，而且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们才更能创造出更多的东西。”他告诉大家“艰

难创造的作风是革命的特色，”“革命事业本质上就是这样，不然就不

是革命教育。” 

怎样才能把落后的东西变为先进的，把外国的东西转为适合中国

的东西呢？徐特立提出了“古今中外法。”“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，

现在的也要，外国的也要，中国的也要。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

的结合起来；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，这样看问题才

是马列主义的方法。” 

6、“实事求是，不自以为是”的学风 

徐特立院长认为“学风中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，不自以为是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倡导“要思想解放，从自以为是的思想中解放出来”。自以为是，

自以为知，自以为能，就会阻碍虚心向他人的一切优点学习，就不会

实事求是。 

‘实’是客观的物质； 

‘事’是物质的运动； 

‘求’是自动自觉的反映； 

‘是’是辩证的真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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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和骨干。”他还认为，要思想解放，

还需树立“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”的思想。他说这是马克

思主义书籍中“一句最主要的话”。因此他希望青年们，“向一切方面

发展”，“一切事业一切学说一切前人的遗产摆在你们面前”，“接受一

切人的批评，”“同时一切要经过自己的脑”，“一切不经过脑的信仰是

迷信。对于一切真理都要经过自己的脑加以分析，加以集体讨论，不

把任何真理神圣化”。“不把一切真理（马、恩、列、斯的都在内）当

作教条，不加了解而相信、不加以执行而只当做神咒而崇拜。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他还认为：“自由思想是我们民主研究，讨论学术思想的学风，

这种学风必须贯彻到学习、生活、工作、课外活动、社会活动各方面。”

“自由思想是我们的教育政策，是学术研究的自由，是学校里民主作

风的表现。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结束语 

延安自然科学院在延安办学短短六年时间，以优异的办学方针和

先进的办学思想培育了 500 名优秀儿女。其中，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建

设的栋梁之才。李鹏、叶选平成为国家领导人。 

第四任院长李强成为多个部门卓越的领导人兼无线电专家，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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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院院士。自然科学院师生中还有八位成长为中科院和工程院院

士。他们是：中科院院士、化学家钱志道；中科院院士、地质学家武

衡；中科院院士、哲学经济学家于光远；中科院院士、制药化学家恽

子强；中科院院士、机械工程专家沈鸿；工程院院士、钢铁冶金建筑

工程专家戚元靖；工程院院士、石油化工专家林华；工程院院士、核

动力专家彭士禄。自然科学院师生中产生了多位共和国的部长，如：

司法部长蔡诚、建设部长林汉雄，人事部长赵东宛，轻工业部长曾宪

林，能源部长黄毅诚，冶金工业部长戚元靖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还有许多人成为各军兵种部队的领导人。真可谓：圣地光辉育新

人，英才济济启后昆。 

回忆当年延安办学的艰苦岁月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校友们可以当

之无愧地说，是他们使延安自然科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建国的圣

地摇篮，是他们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史上一座历史丰碑，延安

精神永远耸立在我们心中。在新中国建国十年后的一天，徐老在家中，

对来访的北京工业学院师生说：“延安时代的生活条件虽然困难，但

那种生活既苦又甜，师生们和所有的革命同志一样，个个精神抖擞，

愉快乐观，工作学习都很努力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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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师生的学习生活，生动体现了胸怀大志抗战

建国，为振兴中华而艰苦奋斗的延安儿女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正像

当年徐特立院长说的“支持五年抗战者”是“靠我们有思想上的武器

和政治上的武器，武装广大群众的头脑”铸就的抗战者的精神。造就

这种精神是靠“革命的教育”。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延

安精神；我们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先辈写下了延安精神光辉的一页。 

徐特立简介 

徐特立（1877-1968）原名懋恂。湖南长沙

人。18岁开始教书，一生献身教育。 

大革命前，创办了 3所小学、2所平民夜校、

2 所师范学校和 1 所孤儿院；断指血书：“驱逐

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；赴日、法、德、比和苏联考

察教育或留学；参加辛亥革命，被选为

省议会副议长；曾担任毛泽东、蔡和森、

向警予、蔡畅、丁玲、田汉等一大批革

命领袖人物和出类拔萃革命精英的老

师。 

大革命失败后，放弃了 3所师范学校校长职位，在白色恐怖中，

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旋即参加南昌起义，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

员，任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。 

1934 年 10 月，以 58 岁高龄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，是长征队伍

中年龄最长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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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时期，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兼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

总司令部高级参议，领导八路军驻湘办事处；力排众议，创办了我党

第一所理工科大学—延安自然科学院（现北京理工大学），首创教育、

科研、经济“三位一体”办学模式，亲自主持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教育

方针大讨论。 

在漫长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中，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，倾尽

毕生心血和全部智慧。并为革命献出了他仅有的两个儿子的年轻生

命。先后任苏区和边区教育部长兼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校长、苏维埃大

学副校长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等职。制订了各

种教育政策、条例、法规，开办了各类学校，编写、审定了各科教材，

为革命培养、造就了大批出类拔萃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精英，

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创立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，

同时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教育学说、思想及实践。 

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，中

共第七、八届中央委员，全国人大常委等职。他高度关注党的建设，

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论著。遗著有《徐特立教育文集》、《徐特立文集》、

《徐特立教育学》、《徐特立读书眉批选》、《徐特立文存》五卷等。 

1968 年 11 月 28 日，徐特立走完了他为党、为人民、为国家执

着奋斗的一生，享年 91 岁。他生前就将全部积蓄以党费上交组织。

临终遗言：遗体献给医学研究。 

毛泽东赞扬他是“革命第一，工作第一，他人第一”，并亲自在

他的悼词中加上“革命的一生，光荣的一生，伟大的一生”。中共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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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届中央委员会评价他是“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”。 

 

北理工校史馆筹备工作组 


